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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臺灣中南部空氣品質日益惡化，一些公民團體不斷要求政府即時揭露

空氣品質數據，一些社區更是積極行動，或透過升起校園空汙旗，或透過組成社

區空汙自救會，要求政府正視空氣品質改善問題。在此脈絡下，本文檢視中南部

社區監測空汙行動，探討關心空汙的民間團體，如何生產地方空汙資訊與證據，

進行空汙知識的民間傳播，挑戰政府的空氣品質資訊？透過分析中南部的社區空

汙監測行動，本文討論這些空汙行動如何生產、詮釋、運用空汙資料，挑戰政府

現行空汙管制政策，並進一步討論公民空汙監測在臺灣社會脈絡下的可能契機與

限制。最後，從案例中反思社會基礎設施的需求以促進科技民主與環境正義的落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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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0 年以降，臺灣的空氣品質（以下簡稱空品）與空汙治理爭議屢次引發

社會關注。彰化國光石化環評中的細懸浮微粒（PM2.5）評估，學者提出空汙研究

報告檢視，引發臺塑狀告學者的司法爭議；雲林六輕廠區多次工安大火，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總量無法掌握而使擴廠環評通過

屢引爭議，在地的流行病學調查也顯示化學物質曝露與癌症風險相關性，迫使當

地孩童遷校避離汙染；號稱全世界最大的中部火力發電廠，被指認為造成嚴重霾

害的禍首；而沒有工業汙染源，南投的埔里鎮與嘉義縣市空汙危害問題居然毫不

遜色，與重工業重鎮的高雄市同步懸掛警示意象分明的空汙旗。上述案例顯示，

我國空氣汙染情形日趨嚴重，相關空汙治理的科學爭議與困境也逐漸地浮上檯

面。

面對霧濛濛的天空，民眾不再對空汙問題視若無睹，一些公民團體不斷要求

政府即時揭露空品數據，一些社區更是積極行動，或透過升起校園空汙旗，或透

過組成社區空汙自救會，要求政府正視空品改善問題。本文檢視中南部反空汙幾

個重要團體與他們發起的行動，包括高雄地球公民基金會的拍攝「高雄的天空」

與推動升「空汙旗」行動、中部反空汙團體的管制 PM2.5 倡議、臺南社大與埔里

空汙自救會的微型監測網絡計畫，以及嘉義的嘉義市社區醫療發展協會「空襲警

報」行動等，討論民間團體對地方空汙資訊的需求與運用，以及嘗試跨出自行生

產空汙數據的努力。在此脈絡下，本文透過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的研究視角，檢視中南部社區監測空汙行動，探討關心空汙的民間

團體，如何生產地方空汙資訊與證據，與政府的空品資訊對話。

貳、空汙問題的知識建構、科學限制與公民參與

面對充滿不確定的環境風險，與複雜多樣的環境知識與資訊，傳統政策過

程獨尊科學專家的諮詢與判斷，以及單向且線性的風險評估與決策模式，已遇到

相當的瓶頸。尤其環境知識生產具有多樣、複雜與不確定等特性，對環境知識生

產的系統性歧視以及輕忽處理公共意見，往往會忽略一些現有科學未能掌握的問

題，並在有意無意間排除特定形式的資訊。而公民參與被視為可以填補上述的知

識間隙，促成更好的科學與決策判斷，並促進環境正義的實踐 (Ascher, Steelman, 

& Heal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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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一般國家空汙管理來說，科學知識的運用與生產是環境規範標準

制定的重要基石，而空氣良窳界線劃分更需要科學的定義與操作化。不管是歐洲

地區的「臨界負荷量」（critical loads）管制概念，或美國法律規範下的涵容量

（assimilative capacity）概念，都是一種科學評估途徑或推估方法，來評價單一

汙染物或汙染複合物對於環境生態、人體健康的影響，以及地區內可以承受之最

大汙染負荷量。由此可見，空氣汙染問題的評估，與空品的測量等，皆需要有科

學數據的支持 (Jackson, 1996: 198; Lidskog & Pleijel, 2011)。

不過，空氣汙染常面臨空間、時間不同的尺度測量，所產生風險曝露差異的

問題。如同交通擁擠的密度、熱點，其風險曝露會根據與汙染源的距離、季節、

早、晚時間差、空間或科學工具的測量，而產生不同數值。此外，空氣汙染問題

仍有許多「該做而未做的科學知識」（undone science），致使管制政策過程中充

滿了科學不確定性（uncertainty）。例如：目前科學知識仍對空氣汙染物合成效

應的風險評估所知有限，我們對人體健康與生態系統曝露在多重汙染物的損害瞭

解仍進展遲緩 (Hidy et al., 2011)。

上述指出的科學不確定性，使政策過程的預測排放值、實際檢驗值，甚至感

知經驗值之間產生極大的落差。複雜的空汙問題，無法只運用實驗室的模擬科學

來排除各種變因，準確地預估空氣汙染對於人體、生態體系的風險。這個特性使

決策或管制機構無法準確預測，進而排序出個別汙染物的曝露濃度風險，並估算

出合理的行政與社會成本來進行管制行為。

Lidskog & Pleijel (2011) 即以歐洲地區管制地面臭氧（ground-level ozone）的

歷史經驗，討論空汙界定的科學不確定性與治理難題。他們的研究指出，空汙相

關法律規範的形塑，是科學、社會以及環境三個領域持續不斷協商互動的結果。

管制法規的界線訂定，逐漸變成決策過程內科學家與政治利益者溝通的介面，並

成為決策過程中科學與政治的緩衝地帶。當政策決策者有成本效益或其他政治性

考量時，或是科學上有與時俱進的突破，決策者與科學家就會彼此相互交涉，這

個過程促使歐洲管制臭氧法規的科學評估方法論，從簡單毒物曝露濃度、累積濃

度到以流量評估的方式來檢驗農作物地面臭氧，釐清其負面效應等的三次典範轉

移。

檢視臺灣空氣汙染治理過程，同樣發現空汙受到特殊氣候、地形、大氣的光

化學反應等，而有衍生、擴散、累積等不對稱分配特性。同時，我國空氣汙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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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Pollutant Standards Index, PSI）1 多軌制問題、健康風險評估的標準法規或其

他相關法制尚未建置完全的情況下，一般公民團體或公眾難以瞭解經濟開發行為

背後的負面成本。而最能夠顯示上述科學不確定性而遲滯管制的案例，即是雲林

六輕所排放的 VOCs 問題。迄今，行政機關仍無法掌握 VOCs 的排放數值，更無

法有效減輕雲林地區的環境負荷與健康風險（杜文苓，2015；張景儀，2013）。

瞭解當代科學能力尚無法訂定出絕對安全的曝露劑量，而管制層面更涉及

許多公共健康與社會利益等問題，這類決策顯然應重視複合汙染物的空氣品質管

理（multipollutant air quality management），並釐清汙染物是否對於人體有潛在

的風險影響。在此治理架構下的空氣汙染管制政策過程如何設計，也影響科學、

政府機關與人民對於曝露多重汙染物、個別汙染物等風險掌握能力 (Hidy et al., 

2011)。

在理解空汙問題的複雜性、科學知識掌握的有限性，以及其相關治理需要

跨領域互動、協商，當代的環境治理愈來愈重視發展更包容多元的決策模式，

讓更多常民知識進場，打開科學知識與風險決策的黑盒子 (Fischer, 2009: 48-76; 

Wynne, 1991)。尤其，STS 等批判理論，認為科學知識的生產無法脫離社會脈絡

性與價值取向，環境政策相關的知識生產，也無法脫離專業、個人以及機構的偏

見。要回應這樣的局限，必須強化公眾參與，以廣納更多元的社會與專業意見，

檢視不同論辯後面的價值體系與權力關係，增進公眾與科學社群的建設性對話 

(Douglas, 2005; Fischer, 2009: 48-76)，並修正科技主義工具理性的盲點 (Baber & 

Bartlett, 2005)。一些研究者指出，具有爭議性的科技政策須建立在公共討論的基

礎上，以避免決策偏差（周桂田，2005；Wynne, 2003）。

瞭解到獨尊實驗室產出的科學知識無法有效解決環境風險爭議 (Heinrichs, 

2005; Nowotny, Scott, & Gibbons, 2001; Wynne, 1991)，晚期研究皆指出，唯有重

視知識的多元性，跨越不同知識型態、疆界的藩籬，讓廣大的利害相關人可以參

與相關資料蒐集分析以及環境爭議解決機制的選擇，這種奠基於專業者與常民合

作方法上的聯合事實認定（joint fact-finding）過程，才能有效解決環境健康爭議 

(Corburn, 2005: 11)。Corburn 並進一步提醒，這個聯合事實認定過程還必須關照

社會正義的元素，注重劣勢社群的參與空間。認知到各方行動者在政策爭議中對

1 空氣汙染指標的定義：「空氣品質指標為依據監測資料將當日空氣中臭氧（O3）、細懸浮微粒
（PM2.5）、懸浮微粒（PM10）、一氧化碳（CO）、二氧化硫（SO2）及二氧化氮（NO2）濃度等數值，
以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程度，分別換算出不同汙染物之副指標值，再以當日各副指標之最大值為
該測站當日之空氣品質指標值（AQI）」（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8）。環保署已在 2016 年 12 
月 1 日以空氣品質指標（air quality index, AQI）取代舊有的 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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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詮釋的歧異，Fischer (2003) 主張，行動者之間必須透過對話，才能夠相互理

解各自的詮釋框架，政策規畫者更需要為多樣的政策規畫共識模式創造空間與機

會，以促成各方社會行動者的溝通與互動。在這種「共同生產」(Jasanoff, 1990, 

2005) 的決策模式中，專家與常民之間部分與多元的「專業協商」有其必要。如

何擴張政策所需知識面向的範疇，形成以「問題解決導向」為知識建構基礎的環

境政策決策程序，值得政策機制設計進一步關注 (Corburn, 2005: 41)。2

參與式研究針對那些混合了技術與社會的問題進行分析，成為解決特定類別

問題的關鍵 (Fischer, 1993)。公民參與以「建構問題」為核心，透過各領域知識

資源的運用，來建立與檢證各種假設與理由，促成各方利害關係人就衝突問題的

認知進行對話 (Maasen &Weingart, 2005)。決策相關知識不再僅限於傳統科學評

估數據的資料生產，而是在具有高度脈絡化與地方性環境問題所需的相關知識需

求，透過良好的行政程序設計，提供科學專家與具有在地知識的常民產生連結的

機會，促使居民的經驗與證據在問題解決上有所貢獻，讓地方知識能夠產生增進

環境治理決策的正當性、縮短知識與政策間的距離，使科學與政治決策更具公信

力 (Corburn, 2005; Moore, 2006; Yearley, 2006; Yearley, Cinderby, Forrester, Bailey, & 

Rosen, 2003)。

要使公民參與協助空汙政策規畫更臻完善，可以善用多元參與工具與模式設

計。Hampton (2004) 的研究顯示，可以運用敘事政策分析（narrative policy analysis）

的方式，在政策評估與規畫過程中，納入更具脈絡性與社會多元的觀點，並且呈

現出公共偏好，強化公民參與的實質效益。研究以澳洲南威爾士州伊拉瓦拉地區

環境品質調查為個案，指出原以電話方式進行調查，但委員會認為此種方法，會

結構性地排除非英語人士，以及經濟與社會弱勢民眾。因此另外開展針對非英語

社區的焦點團體座談，透過焦點團體的口語資訊收集，進一步進行敘事的分析與

分類，以建構民眾對於空汙與環境品質的認知。

此外，以英國的公民參與空汙問題政策為例，1998 年開始，英國政府要求

地方政府（local authorities）預估 2005 年的空氣汙染狀況。審查和評估程序分四

階段：第一階段由地方委員會（local councils）負責評估城市區域內的汙染物來

源和排放程度，指認出汙染程度最高區域；第二階段委員會在高汙染區進行監測，

並與官方標準比較，以確定區域是否超標；在第三階段，地方政府依據評估結果

2 Corburn 指稱的專業知識（professional knowledge）主要根據 Jasanoff (1990: 76-78) 的定義，
包括研究與管制兩種型態的科學。研究科學無涉知識的實際運用，而管制科學包含著在政策發展
過程中增進現有運作、技術與過程的知識生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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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空氣品質管理區（air quality management areas, AQMAs）；第四階段則是制

訂減汙行動計畫。第三階段的詳細評估需要仰賴電腦模擬，協助評估模型建構的

研究團隊，在英國 Bristol、York 與 Sheffield 等三個城市展開工作。為了讓模擬

更能真切反映現實狀況，研究者透過公民參與地理資訊系統（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PGIS），將公眾知識納入模型當中，並且由獨

立第三方主持人來籌組焦點團體，建構一個專家與一般民眾能平等對話的平臺 

(Cinderby & Forrester, 2005; Yearley et al., 2003)。Yearley (2006) 發現民眾參與地方

汙染地圖的建構，可以協助檢視傳統科技模型預測背後未被檢驗的假設。例如，

模型通常會平均化汽車汙染排放量，但事實上，貧窮區域可能有較多平均值以下

的車輛而造成汙染的熱區，模型預測因此可能低估一些貧窮區域的汙染值。

上述有關環境決策中參與式研究的討論，強調了公民參與的重要性，包括在

風險知識的建構上，可以協助政策制訂者與科學家進行較好的問題界定、提出潛

在解決方案、分析範圍適當性等，形塑分析性的價值洞見，並提供關鍵的地方知

識與實踐經驗。不過，這種「形塑較好的科學，從而促進良好決策品質」來強調

公民參與的實用性目的，並沒有提供我們對於公民為何要參與科學性的知識生產

更進一步的解釋。在環境知識共創的過程中，公民為何要選擇以「科學」方法進

行參與？他們的科學參與跟傳統的環境科學的知識生產又有何不同？以下公民科

學的相關討論，提供了一個解釋性的方向。

參、公民科學與空汙監測

近年來公民科學在環境資訊與知識的建構中，已逐漸獲得社區與環保機關

的重視。公民科學作為公民參與多元形式的一種，強調公民參與在具體科學知

識生產過程的主體性。雖然各界對於公民科學仍有許多不同的想像，但一般而

言，可廣泛地指涉沒有正式科學背景的一般公民，參與在科學知識生產的活動

中。在 2012 年成立的公民科學聯盟，其網站上對於公民科學的定義即為「一般

大眾執行的科學工作，通常是與專業科學家與科學機構的合作或指引下進行」

(CitizenScience.org, n.d.)。而美國環保署也於 2015 年發展針對公民科學家的空氣

感測工具箱計畫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n.d.)，希望協助公

民選擇可攜式低成本的空汙監測工具，透過提供相關指引，使社區居民瞭解所在

地的空品。與傳統科學家不同，這些參與科學活動的一般公民，不是靠科學研究

為生，他們參與科學是為了個人的旨趣或自我防護 (Cavali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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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學聯盟的發展與美國環保署的公民科學計畫，顯示科學社群與政府

行政部門重視公民在資料蒐集與增進科學研究上的貢獻。而科技近用性的增加、

通訊與社群網路的發達、資訊蒐集整理能力的提升，使公民參與科學的型態也更

加多元。一些文獻探討了公民科學在野鳥監測、水質檢測、土壤調查、能源、海

洋、大氣，甚至美國太空總署計畫的參與 (Cavalier, 2016)，並嘗試將公民科學類

型化，如 Bonney et al. (2009)、Bonney, Philips, Ballard, & Enck (2016) 將公民科學

區分為貢獻型（contributory；公民志願性地蒐集資料，如記錄生態變化）；協力

型（collaborative；公民同時分析資料並可能影響資料蒐集的方法論）；共創型

（co-created；公民協助界定研究問題與假設，並參與在資料的蒐集、詮釋與傳

播）。

臺灣的公民與科學關係之研究，從較早期以「缺陷模式」（deficit model）

為基礎的「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US）視角，將公

眾視為科學素養不足，需要由科學家進行科學教育的模式，轉向強調互動與對話

的「公眾參與科學」（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因此有的研究強調在地知

識對於科學的貢獻，以及在環境政策過程中忽略公民在地知識所引起的衝突和問

題（范玫芳、張簡妙琳，2014）；有些在科學教育領域的研究，則深入探討博物

館等科學教育單位，如何扮演引導公民參與在科學知識生產當中的中介溝通角色

（江淑琳、張瑜倩，2016）。此外，由泛科學網站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中心共同合作的「臺灣公民科學入口網」，3 也可看到相關活動、研究

與外部連結，提供公民以個人身分蒐集資料或進行觀測，如鳥類調查、路殺動物

調查等，協助科學活動。若依上述 Bonney 等學者的分類來看，臺灣的公民科學

通常會界定在貢獻型或協力型的位置上，而本文關心的公民參與空汙監測的行動

科學，在上述分類上，通常被界定為一種共創型的公民科學。

有關公民參與社區空氣監督計畫，早期研究出現在 O’Rourke & Macey (2003: 

406) 討論美國加州與路易斯安納州的社區參與空氣監督計畫「空氣監測桶隊」

（Bucket Brigades），社區居民運用一種材料便捷、使用簡易而低成本的空氣收

集桶，發展出社區志願網絡與小型組織的支援系統，即時性地掌握傳統固定空氣

監測所無法提供的更細緻精準資訊。他們的研究指出，這類的公民空氣監測團隊

3 「『臺灣公民科學入口網』由泛科知識股份有限公司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以下簡稱特生中心）共同合作管理。特生中心自 2009年以來陸續推動多項與生物多樣性相關
的公民科學計畫，並與大專院校、政府機關、民間團體與自然生態愛好者組織夥伴關係。在天文、
氣象、環境、生態等領域的公民科學活動如雨後春筍般推出，我們藉由這個入口網整理各路公民
科學的資訊，一覽臺灣與全球的鄉民參與科學的成果與力量。」（臺灣公民科學入口網，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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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不僅提供新的資訊來源，增進民眾社區意識，強化地方所主導的社區環境

防護策略，更透過系統性空氣樣本採集的集體行動，促使工廠的空氣排放資訊更

加透明，並迫使企業負起汙染責任。而環境監測的政策辯論，也從傳統技術性的

風險取向，轉移到社區本身所定義的健康與生活品質論述。而這類公民參與社區

空氣監督的技術，更在這一、二十年來被推廣到南非、印度等世界其他角落 (Scott 

& Barnett, 2009)。

在社區空汙監測公民科學發展的研究中，或許沒有人比 Gwen Ottinger 可以

提供更精彩的洞見與細膩的分析。她於博士研究期間即關注石化廠附近社區汙染

承受問題，並從 STS 的研究理論視角出發，探討與實踐環境正義運動的科學取

徑。在其分析中，社區參與空汙監測所發展出來的公民科學，不只協助在地社會

擴充知識基礎與科學能力，從而挑戰公部門與企業不願負起汙染問題解決的責

任，更對科學技術的轉化產生影響，包括促使環境曝露與健康資訊有更好的連結

產出、強迫管制機關重新思考標準、舉證責任以及安全值等設定偏差問題、敦促

專家尋找新的科學方式與模型，來取代原本以特定種族階級為基準的標準，以及

促使科學實踐與技術創新必須考量正義、永續與健康等價值 (Ottinger & Cohen, 

2011)。

長期觀察與投入到社區空汙監測行動科學的發展，Ottinger 深知公民參與在

知識建構上的資源限制以及對於改善問題的熱烈期待。而參與在其中的公民科學

知識建構，與主流公民科學強調公民知識能力的提升、拓展科學資料蒐集的廣度

與深度有所歧異。在這個認識基礎上，她將公民科學區分為「科學權威驅動的公

民科學」（scientific authority-driven citizen science），以及「社會運動為基礎的

公民科學」（social movement-based citizen science）。Ottinger (2017) 指出，社會

運動為基礎的公民科學不只批評傳統標準化的科學操作，也拒絕將其質問與根植

於集體行動的社會改造願景分開。而科學權威驅動的公民科學仍將其正當性建築

於理想化的科學標準之上，並認為透過科學教育（讓大眾更瞭解科學）過程，其

所生產的事實會帶來社會的改變。

雖然兩個公民科學的傳統對於改變社會有著殊途同歸的目標，但在科學認

識論上與社會改變的方向上卻相當不同。科學權威驅動的公民科學運作，通常是

在科學專業社群所設計的研究問題意識下展開，公民在此的參與是以蒐集資料為

主，擴大資料蒐集尺度，或協助大型資料的分析 (Bonney et al, 2016)。這個取徑

的公民科學運作，在於公民協助學院科學家生產出一個符合既有科學規格的知

識，強化既有的知識生產權威，並想像這個富有權威光環的生產結果會帶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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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改變。除了擴張資料的蒐集以外，此種公民科學也強調提升公民理解科學

的好處，包括促使參與者的行為改變與支持環境保護政策。這樣的公民科學倡議

存在自然科學與科普傳播的研究領域上，依存於既有的知識權力結構，並無法善

用多元化價值來豐富與拓展科學研究的內涵與方法，對於科學與治理的革新效果

有限 (Ottinger, 2017)。

另一方面，社會運動為基礎的公民科學源於 STS 研究與社會學理論，指出

社區一般公民或社會運動團體在科學活動的參與，是對輸出一種去脈絡化、強調

普世性真理科學失去信心，因為這類科學形式強調嚴謹的方法與標準程序，主張

在知識追求過程中根除人類判斷與價值，但這種在學院、專業社群與政府機構中

被擁抱的理想科學，卻無法解決真實的社會與環境問題 (Irwin & Wynne, 1996)。

在此認識論下，社會運動為基礎的公民科學批判與挑戰傳統科學規範下的方法與

標準，並嘗試發展出不同於主流科學的替代性工具與方法，協助解答社區關心的

問題。不同於科學權威驅動取徑，社會運動基礎的路線強調科學的運作是回應社

區的關懷，其研究問題意識來自公民科學家；在科學運作的實作現場上，有科學

背景的專家是結盟的伙伴，提供資源與建議而非研究的驅動者，而公民是行動研

究的參與者，不只提供對於數據的詮釋，更可提出相關因果關聯認定的社會倫理

主張，以及標準選擇與合理性的質疑 (Ottinger, 2010a, 2010b)；在方法運用上，他

們強調自己可以製作組裝的工具，這類新型態的科學實作運作方式，也深受一些

資訊與技術開源社群如公共實驗室（Public Lab）4 的支援 (Ottinger, 2016)。不過，

這種公民科學常被定義為「政治」，因此被許多科學家視為不夠客觀而難以提供

可靠的知識貢獻。而這類的否定，也常常使此類公民科學面臨「增加其主張的科

學權威」與「擴充對科學權威批判」中的取捨 (Ottinger, 2016: 98-100)。

如果科學權威驅動公民科學的發展動力是深化科學教育與提升科學的知識生

產，社會運動為基礎的公民科學核心則是強化組織網絡與弱勢社群的主體性。在

此社會運動的脈絡下，公民科學成為在社區審議過程中有力說服的工具 (Scott & 

Barnett, 2009)，促成社區動員以及充權（empowerment）(Ottinger, 2010b)。兩個

公民科學路線的討論，使我們能更為深入掌握不同公民科學運作的本質與內涵。

而回到臺灣公民參與空汙監測的脈絡中，甫在萌芽的社區行動科學，在運用

的層次上，較無涉及科學知識拓展的目標，而著重在將知識生產鑲嵌在具體的決

策與組織行動中，嘗試回應社會需求，其認識論與驅動力上，是運用科學引領行

4 有關公共實驗室的介紹，可參閱其網站 http://publicla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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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層次，而非為了生產科學知識而行動，接近 Ottinger 所描述的「社會運動為基

礎的公民科學」。但在方法論上，仍少有自製工具、大規模蒐集資料等集體行動

開展。也因此，本文對於社區行動科學採取更寬廣的解釋，指出運用系統性方法

蒐集、創造數據與資料，並進行邏輯的因果推論，凸顯地方空汙問題，都可視為

公民科學運作的一環。以下，我們將先說明本文的資料蒐集方法，接著討論中南

部的空汙問題與團體行動，為臺灣空汙的公民科學實踐提供更為定性的分析。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收集臺灣的空汙問題與反空汙行動相關媒體報導，並運用「滾

雪球」（snowball sampling）方式，羅列因應空汙問題而提出政策主張或採取行

動的組織。其次依據本研究所關注的社區行動科學，進行潛在研究對象的篩選，

主要聚焦於「因空汙問題而嘗試自行生產在地空汙資訊，或提出在地資訊需求主

張，或應用官方空汙資訊進行資訊重組與設計組織活動」等條件，選擇出六個主

要受訪團體。

建立受訪名單後，我們以次級資料與深度訪談方式收集相關資訊。首先，廣

泛地收集這些團體的反空汙行動相關報導與文宣品，並整理放於組織網頁中的資

訊，初步瞭解團體對於空汙問題的理解與主張，以及其設計反空汙相關知識生產

行動的方式與脈絡。其次，研究者於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5 月之間，進行座

談邀請與實地訪查，並針對受訪團體主要幹部進行訪談（相關團體名單與背景介

紹見表 1）。透過訪談受訪者的環境感知經驗、主張以及所採行動，探究其對於

空汙資訊的掌握和詮釋，並瞭解受訪團體在推動與設計行動時，所採行的設計概

念以及合作模式。從訪談資料的分析中，我們嘗試進一步探知，這些沒有空汙科

學相關背景的民間團體如何進行空汙問題的建構、設計解決問題的行動方案？這

些行動方案產生是基於什麼樣的動機與條件？相關行動的展開會需要什麼樣的社

會資源與遇到什麼樣的局限？

我們透過上述所收集的素材，分析正在萌芽的社區空汙監測行動，檢視這

些公民行動的空汙知識生產、傳播與運用，凸顯官方既有空汙資訊的限制與問

題，以及公民參與在空汙資訊的生產上，如何補強與豐富區域空汙問題的掌握與

瞭解，挑戰官方的空汙主張與處理方式。我們同時也分析民間社會如何進行空汙

數據的生產，以及空汙知識的傳播？這些行動策略能否回應以及如何回應他們對

於空汙資訊的需求？放在國際社區對抗汙染的行動科學脈絡中檢視，更為透明民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9卷 第 1期．2019年 1月 11

主的空汙治理在臺灣社會脈絡下發展的可能契機與限制為何？透過本文的分析，

我們進一步指出現行公民空汙資訊生產行動在方法、工具與制度支援層面上所面

臨的挑戰，期許從瞭解現行空汙治理的局限與科學方法論的拓展，促使行政機關

精進其科學與民主的治理模式，解決空汙問題，還給民眾一個健康安居的生活環

境。

伍、臺灣中南部的空汙問題與團體行動

一、 挑戰空汙指標的「好空氣」假象：南部「地球公民基金會」

與「臺南社大」

高雄作為臺灣重要的工業重鎮發展多年，許多工廠進駐，四十多年來大型如

鋼鐵業、電力業、石化產業，在高雄不斷發展。隨著工業的發展與更多工廠的進

駐，工業所帶來的各樣廢棄物與汙染問題，也愈來愈嚴重。高雄的空品因為 O3

及 PM10 濃度高，空氣汙染成為高雄人無法迴避的課題。

面對日益惡化的空品，長期關心空氣汙染問題的高雄環保團體「地球公民基

金會」，自 2011 年起積極要求政府依據 1999 年修訂的《空氣汙染防制法》（以

下簡稱《空汙法》）規定，納入「空汙總量管制」相關規範。雖然高雄所在高屏

空品區長期位處三級防制區級別內，環保署也早已提出「高高屏地區總量管制計

畫初稿」，但卻遲遲未依《空汙法》之規範進行公告。這是由於根據《空汙法》

第 12 條規定，環保署必須會同經濟部公告實施，而經濟部則以會傷害經濟發展

為由遲遲未予同意，總量管制計畫被迫擱置。

受訪者 受訪團體 受訪團體背景 受訪者背景

受訪者 E 嘉義衛生醫療團體 關注空汙對民眾健康所產生的危害，並進行衛
教。

企業員工

受訪者 M 高雄環保團體 長期關注高雄工業汙染與空汙問題，並進行許
多反空汙的民間行動與政策倡議行動。

組織工作者

受訪者 H 臺中環保團體 關心中部地區的空汙問題與民眾健康問題，並
且進行政策倡議行動。

組織工作者

受訪者 S 臺北環保團體 關注核能與工業排放空汙的資訊透明問題。 組織工作者

受訪者 T 南投社區團體 關注在地的空汙來源問題。 家庭主婦

受訪者 N 臺南環保團體 關注在地的工業汙染問題。 大學教師

表 1：受訪者名單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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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體現空氣汙染問題的嚴重性，促成空汙總量管制的執行，地球公民基

金會開始在 PSI 值達普通等級或 O3 值超標時，上網張貼即時空品監測資訊。從

2012 年 2 月 1 日開始至 5 月 10 日，連續 100 天在基金會辦公室窗臺，以定點定

時方式，展開「高雄的天空」100 天拍攝計畫，拍攝遠方地平線、柴山與天空，

同時記錄環保署所公布的 PSI 值、PM2.5 的小時值，以及當日能見度的觀察記錄，

透過視覺化的資訊呈現空汙問題的持續性與嚴重性。

拍攝計畫的目的主要訴求加強空品預報與實施空汙總量管制。根據地球公

民基金會的觀察，在空汙嚴重的時候，對空品最為敏感的老人、小孩等族群，往

往仍繼續從事戶外活動，顯示民眾並未意識到空品對於健康的危害，不會主動搜

尋環保署的即時資訊，以及主動採取相關防護措施。為喚起空汙意識，基金會更

在 2014 年 11 月起與文府國小、港和國小合作發起「校園升空汙旗活動」，在空

汙達警戒值（35 微克以上）時升起紅色空汙旗，以提醒校園師生必須戴口罩防

護或減少戶外活動作為防範。同時也請學校師生撰寫空汙日誌，觀察記錄當天的

天空顏色、能見度與空氣中的味道等，培養學生在地環境的覺察能力（林冠妙，

2014 年 11 月 3 日）。

鄰近高雄的臺南也同樣面臨空汙的問題，2014 年的監測資料顯示，臺南安

南區的 PM10 問題十分嚴重。這個結果促使長期關心臺南地方工業汙染的臺南社

區大學（以下簡稱臺南社大），開始關注臺南的空汙問題。臺南社大理事長黃煥

彰教授過去長期追蹤臺南河川遭受工業廢水汙染的問題，不斷地透過各種證據調

查的方式，如採樣分析、照相記錄等，向政府部門檢舉汙染，甚至監督政府部門

的懈怠。臺南社大認為臺南處在雲林六輕與高雄中油兩大石化工業區中間，夏季

吹南風時，高雄空汙會飄到臺南；冬天吹北風時，六輕的空汙吹往臺南，而這些

石化工業空汙中含有的重金屬、戴奧辛與 PM2.5 等致癌物質，會對人體產生健康

影響。因此臺南社大與中、南部的環保團體串連反空汙行動，並在臺南進行環境

教育工作。2015 年臺南社大師生，在社區進行宣講與發起反空汙連署，並且在

台江廟口舉辦「反空汙公民會議」，蒐集地方居民對於空汙的疑慮與問題建議，

同時要求政府積極公布空汙資訊，以及在國中小進行空汙課程講座（蔡文居，

2015 年 6 月 27 日）。

爾後，臺南的社運界、社區、藝文界共同成立「臺南市空汙防護自救會」，

並與全國各地環保團體串連，共同舉辦 2015 年 6 月 6 日反空汙全臺大遊行。臺

南遊行的訴求強調，現行標準無法反映空汙真實狀況，升空汙旗應要能達到預警

與保護健康效果，並要求政府主動公布臺南市內各工業區空汙的即時資訊，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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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在地居民的健康（蔡文居，2015 年 5 月 24 日）。

二、 突破霧茫茫的天空：中部反空汙聯盟、「嘉義市社區醫療發

展協會」與「埔里 PM2.5空汙減量自救會」

中部的反空汙運動，隨著返國光石化運動與霧霾問題的惡化，使得 PM2.5 與

健康風險議題浮上檯面。2012 年國光石化開發案進行環評，中部環保團體展開

全國串連反對國光石化興建計畫，強調中部地區幾個大型汙染源，如中部火力發

電廠、中龍鋼鐵、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六輕等運作，已產生嚴重的空汙問題。其

中，中興大學莊秉潔教授自主進行國光石化空汙排放與擴散對健康風險影響的

研究，5 其研究報告指出，國光石化營運後，每年將造成 234 人因肺癌及心血管

疾病而死亡（莊秉潔，2010 年 7 月 6 日）。這份研究結果經 2010 年 6 月出版的

1179 期《商業週刊》引用，以〈臺灣天空浩劫〉一文披露，引發社會大眾關注

PM2.5 的健康危害與標準訂定問題，PM2.5 的健康風險議題正式浮上臺面。

為促成政府與人民對空汙問題的重視，中部團體成立了「爭好氣聯盟」虛擬

組織，旨在傳播空品與空汙資訊，並對工業擴張與空汙排放進行倡議行動。而環

評過程中爭議連連的六輕擴張計畫，其空汙排放量計算以及其周遭居民的健康風

險問題，更是民間團體與學者關注的對象。不只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六輕所產生

的汙染物對地方居民肺、肝與腎功能，以及血液與心血管系統有顯著影響（莊秉

潔，2010年 7月 6日；詹長權、李永凌、洪壽宏，2012）。臺中與雲林地區的團體，

如「自從六輕來了」電子報團隊，於地方首長改選時刻，針對境內大型汙染源，

積極推動地方政府制訂禁燒生煤及石油焦等法案。

除了境內有大型工業所在的縣市有嚴重的空汙問題外，沒有重工業所在的南

投與嘉義，卻也測出高濃度的 PM2.5，引起在地居民的關注。2014 年 9 月埔里在

地居民成立了「埔里 PM2.5 空汙減量自救會」（鄧凱元，2015 年 3 月 17 日），

透過與中部環保團體的聯繫與資訊交流，認知到 PM2.5 的危害問題，積極在當地

宣導 PM2.5 對健康的危害，推動埔里在地空氣淨化，宣導不任意焚燒田地、垃圾

及減量焚燒紙錢，以及儘量騎乘電動機汽車或自行車，以減少移動性汙染源。並

進一步要求政府增設埔里地區 PM2.5 監測站，以瞭解地方即時汙染情況。

暨南大學資訊管理系戴榮賦教授更與空汙自救會合作，設計可偵測 PM2.5 的

5 這份研究以 2006年 1、4、7、10月等各月的平均值（涵蓋春、夏、秋、冬四季）為模擬期程，
模擬國光石化運轉後產生的 PM2.5對臺灣各地的擴散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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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階微型感測器，在埔里地區布點 30 個測站與建置雲端平臺記錄資訊系統，監

測當地的空汙狀況。而這個民間自發開創出的「空氣品質微型感測系統」，更得

到環保署的青睞，希望以埔里作為全國第一個示範區，把微型感測器搭配埔里的

國家級標準監測站串連起來，建立空氣汙染偵測物聯網，即時掌握埔里的汙染源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5）。

嘉義地區則有 2014 年 5 月成立的嘉義市社區醫療發展協會，其組成成員多

有醫療、公衛等相關領域的背景。協會成立的目的，原是以反對醫療商品化與反

思現代醫療體系的資本邏輯，而提倡維護「醫療作為維護基本人權實踐」之核心

價值理念，積極推動預防醫學概念（劉懿德，2014 年 11 月 28 日）。發起人之

一余尚儒醫師的看診經驗中，發現空品不好，病人們的呼吸道問題會增多，也發

現許多民眾，特別是老人家，並沒有空汙防護的概念。因此協會更成立 PM2.5 自

救會，關心嘉義地區的空汙問題，透過早期與地方的網絡連結，深入社區進行空

汙資訊的傳播與醫療衛教。

陸、反空汙行動的知識生產、詮釋與傳播

從上節的討論中，可以看到社會大眾對於空氣汙染的健康風險意識，是透過

一波波環保團體的倡議行動，揭露資訊並促使政府回應而產生。以下，我們想要

進一步探討，這些關心空氣汙染的民間團體，主要掌握與運用什麼樣的資訊，來

觸發社會的風險覺知？他們生產的空汙資訊，如何挑戰官方的空汙論述？他們想

要生產與填補的資訊空缺為何？民間團體目前所發展的空汙資訊生產策略行動，

在公民科學研究的框架下，有什麼樣的特色與局限？哪些資訊與知識至今仍是未

能觸及之處？

一、以地方問題意識為基礎的官方資訊重整與創造空汙組織平臺

民間團體在進行反空汙的倡議時，發現一般民眾缺乏空汙的風險意識，對於

政府部門所公布的空汙相關資訊與指標等內容，常常無法理解與自身的關聯。因

此，如何使民眾的身體經驗連結上空氣汙染問題，是民間團體首要處理的課題。

我們發現，在臺灣反空汙的民間團體中，有不少具有醫藥公共衛生背景的專業人

士，關注著民眾的空汙受害經驗，他們的投入，正提供民眾健康與空汙問題之間

一個關聯性的解釋。一位公共衛生背景的團體成員告訴我們，他們的主要工作是

協助一般民眾認識 PM2.5 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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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其實（PM2.5）跟很多死因有關，甚至對於慢性疾病或已經是

重症的，曝露在高濃度的 PM2.5 裡面，對他的危害是非常之高的，所以

我們把每個人都當成是必須被告知的對象，……從教育先開始，當民

眾慢慢的熟稔，這個所謂 PM2.5 的概念到底是什麼的時候，……把專家

知識轉化為常民知識的一個平臺，我們自己協會做一個這樣的平臺，

把醫療知識、健康知識一些人聽不懂的一些話、一些語言，都把它變

成一個課程，然後到社區去宣講。（受訪者 E）

這些團體在推廣空汙方面知識時，通常會蒐集既有的研究成果，同時比較與

參照政府部門的監測數據以及國際普遍認定的健康標準值，甚至運用醫學社群的

網絡，進行空汙防護的教育宣導與實驗。前述受訪者提到：

……讓民眾索取（指空汙來襲警報的宣傳單），後面大家可以看

到設計者是我們嘉義市社區醫療發展協會，然後印的人是環保局，……

患者常常會因為一些小症狀就是所謂過敏症狀出現就找醫師了，可是

以前醫師的解釋太簡單，甚至家醫科的醫師或胸腔科的醫師對於過敏

這件事情很不懂，連戴口罩都不懂……對 PM2.5 到底防護到哪，自己也

不懂……我們就透過衛生局的協助啦，發文給各醫療院所，開辦了三

次課程，總共應該來了一、兩百個診所的醫師……我們（的醫師）有

做過這樣的行動測試，就是衛教患者而不開藥給他。不用開藥給他，

而是教他怎麼防護，我們自己的診所一個禮拜後（有患者）跑回來謝

謝我們，說這樣真的有效，這樣一勞永逸，就是他知道怎麼防護自己。

（受訪者 E）

透過閱讀分析學術研究成果的內容，民間團體可以整理出空汙對健康的影

響結果，以及科學調查數據的解釋意涵。尤其，將相關對照數據以表格化或圖

像化的方式呈現，即可清楚顯示現有空品的嚴重性以及現有空汙管制對於健康

保護的不足。圖 1 即顯示了嘉義民間團體所做的「空襲警報」文宣，充分運用了

PM2.5 數值資訊整理與國際標準比對，製作「嘉義市 365 天空氣品質年曆」，其

中 2014 年只有 6 天符合美國 AQI 中的「健康空氣」，凸顯空汙問題嚴重性。

高雄團體也善用環保署有限的資料對照全國各地空汙數據，如 2007 年至

2009 年間，高屏地區空氣中的 PM10 及 O3 平均濃度高居全國之冠，PM10（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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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第八高值）平均濃度高達 158.56 μg/m3，遠高出空品標準 125 μg/m3（24 小

時值），達 1.27倍；O3平均濃度為 138.49 ppb，超過臺灣空品標準 120 ppb，達 1.15

倍（王敏玲，2011）；在特定測量的 100 天內高屏空品區的空品良好（PSI 值小

於 50）天數只有 23 天，僅約為北部空品區良好空品天數（53 天）的一半。這些

對比式的資料，顯示高雄地區的汙染幾乎為全國之冠。

這些行動顯示，團體主要使用政府既有資訊的整合，聚焦於空汙與健康的影

響關係，尤其強調空汙狀況對不同族群的意義（例如升旗對易敏感的警示意涵）。

從社區普及教育開始，連結過去不一定接觸得到的社群。以嘉義市為例，嘉義市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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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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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圖 1：嘉義市社區醫療發展協會所製作的「嘉義市 365 天空氣品質年曆」

資料來源：嘉義市社區醫療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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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醫療發展協會透過「空襲警報」資訊的發放，與市政府、醫療院所、咖啡館、

荒野等非政府組織合作，甚至口罩工廠，培訓四百多人種籽教師。在培訓過程中，

也促成各個社群彼此專業與經驗交流（如口罩怎麼戴才正確、重要衛教防護知識

分享）（受訪者 E）。

在此，空汙資訊的匯集作為創造社區與不同社群連結的重要平臺，並慢慢發

展成組織行動的工具，一些非空汙科學領域的專業者以在地問題意識創造空汙訊

息的生產與流動，其動機與影響社會途徑，以及組織連結目標呼應了以社會運動

為基礎公民科學發展樣態 (Ottinger, 2016)，但參與在地主體仍以地方知識分子為

主，以及知識生產方法、技術與工具仍未有大幅進展，亦呈現臺灣公民科學初期

發展的特質。

二、挑戰官方空汙資訊與標準的缺陋與解讀

受訪的團體均不約而同指出，現有官方的資料與空品指標有許多的局限，

包括單一汙染測值難以反映地區空品狀況、因地勢氣象條件與汙染源分布所產生

地區空汙濃度歧異，以及汙染源頭不清楚等問題。誠如 Ottinger (2010a: 250) 所

分析，標準與標準化程序通常具有邊界橋樑（boundary-bridging）的功能，決定

哪些有關或無關乎空品評估資料。而挑戰標準的合宜性（如化學曝露的可允許程

度、短期與長期濃度測量對健康影響的評估判斷等）、空汙資訊的信度與效度（如

空汙分布的異質性），以及管制法規的不足與盲點，也常是環境正義運動者的目

標。

一位高雄的團體成員告訴我們，過去環保署 PSI 著重在幾種單一的汙染物測

值，將空品對健康的即時影響程度劃分為五級（良好、普通、不良、非常不良、

有害），對於境內汙染源眾多的地區，很難反映地區空間內的所有空品情況。不

像境內沒有大型汙染源的嘉義市，其 PM2.5 的濃度多來自區域外汙染擴散的影響，

PM2.5 的測值頗能反映地區空品狀況。在重工業重鎮的高雄市，單靠 PM2.5 或 PSI

指標卻難以呈現高雄真實的空汙狀況：

我進去指標裡面看，發現我從 PSI 看不出我們汙染那麼嚴重，因

為我們常常都是 PM2.5 很嚴重……但那個時候 PSI 每天秀出來我們南部

就是普通。可是你知道一般人會說你今天數學考不好，你說我考的普

通，你會覺得普通是很爛嗎？好像不是太爛。……指標的問題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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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們高屏的風險，而且是讓很多人被愚民化。很多人會說沒有啊！

高雄還好，普通而已啊！（受訪者 M）

同樣的問題也反映在升空汙旗的爭議上。2014 年地球公民基金會發起的「校

園升空汙旗活動」，希望學校可以在每天早上第一節課前，查詢環保署空品監測

網資料，一旦發現 PSI 值大於 100 或 PM2.5 指標進入第四級時，在校園內升起紅

色空汙旗，以提醒校園師生必須戴口罩防護或減少戶外活動作為防範。這個空汙

旗活動受到社會的矚目，促使教育部也提出「教育部校園空氣品質旗幟宣導試辦

計畫」，規劃從 2015 年 4 月開始執行懸掛「空品旗」。在教育部的方案中，各

校負責人於每日上午 8:00 與中午 12:00 兩次，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上 PSI

與 PM2.5 兩指標資訊，懸掛空品旗。空品旗分為「綠、黃、紅、紫」四級，分別

告知全校師生正常活動、初級防護、中級防護、緊急防護（教育部，2015）。但

環保團體成員質疑教育部空品旗計畫的規劃，是不瞭解空汙問題的複雜性以及現

有指標的限制。她舉例說明：

南部有很多學校是在工業區周界三公里以內，這些地方它可能

PM2.5 是低的有時候，可是它的 VOCs 很嚴重。那你覺得 PM2.5 低就可

以掛綠旗嗎？當時他說怎麼會有這個問題？就是這個問題啊！所以你

不會以為 PM2.5 低這裡就一切OK啊！我們那裡 PM2.5 低的時候很臭耶！

那你跟學生說今天要掛綠旗，學生會覺得精神分裂欸！老師我今天明

明覺得很臭，你為什麼今天空品很好？（受訪者 M）

其次，空品會受到空間環境與複合汙染源的影響，大範圍內的單一監測數

據，無法呈現小尺度範圍的空品。居民要瞭解自己吸入了什麼空氣，還必須瞭解

哪些汙染源排出哪些汙染物，其毒性如何，以及自己處在上風或下風處等，才能

進行綜合判斷。一位關心空汙的環保團體成員告訴我們：

我們覺得對於老百姓來講，在意的就是現在全臺那些空氣品質的

監測站的數據，這是目前我們唯一能夠拿來參考的。但測站的距離、

位置什麼的，那都是會影響，各個部分當地會有不同，因為我家還是

很遠啊，那只能參考。（受訪者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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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長期關注空汙健康並蒐集許多相關資料的團體成員，也提到他看完一

些研究報告的心得：

成大環工他們有一些研究 paper，譬如說比較汙染，就是大的馬

路或是巷弄還有測站這種的值，然後來告訴民眾說其實你所在的地方

跟你測站看到的地方，那個數值是有差距的，甚至你所站的地方是巷

弄裡面或是菜市場裡面，可能嚴重於你看的到那個數值。這個東西有

paper 的……（受訪者 E）

而最令環保團體與地方居民在意的是空汙減量，以根本地解決空品不良問

題。但要達到空汙減量目的，必須知道汙染物排放源以及不同來源的貢獻比率，

不過現在的公開資訊大多屬於整體的統計數據，缺乏個別企業的排放情況資訊。

因此民眾即便知道特定地區內的空氣汙染情況，甚至能夠在短時間內獲知空汙超

標的即時資訊，以及掌握當時的大氣擴散狀況，卻很難直接清楚知道汙染源頭，

使得要針對某一個別企業或汙染源改進，甚至在空汙嚴重時針對汙染大戶啟動緊

急應變，都相當困難。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的都是比較一個普遍性，在它的監測點是可能

設置在某個地方，但並不是設在企業排煙的那個煙道口，……（我們

需要）針對個別企業即時監測，不是針對某個區域。我們可以看到（空

汙超標）這件事情，可是它好像無法讓你確實知道是誰，發生了什麼

事情，造成這個結果，……現在可以說在某一些大氣的狀態之下，這

件事情會特別的嚴重，所以他把這件事情給抓出來……到底是誰汙染

這件事情，我其實是覺得有沒有可能在這波逼著環保署有一些突破性

的作為。（受訪者 S）

三、草根團體的空汙數據生產策略、傳播與行動

官方的空汙資訊難以證實民眾汙染的受害經驗，尤其過去在 PM2.5 尚未納入

空品標準之前，由於沒有確切的「科學數據」顯示空汙對於健康的危害性，空汙

來襲時的預警措施付諸闕如。民眾在濛濛霧霾中慢跑運動，學童室外活動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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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正顯示缺乏空汙的風險意識。為此，民間團體近年來開始一連串行動，以較低

門檻但不失科學方法運用的設計，嘗試進一步呈現空汙證據，爭奪空汙的詮釋

權。

（一）感官經驗的紀錄與爭奪空汙的科學詮釋

從上文中，我們看到幾個民間團體不約而同都強調運用一般常民的視覺經

驗，來說明地方空汙的嚴重程度。一位受訪者告訴我們，要知道嘉義市的空汙程

度，東邊諸羅山的識別度是重要指標：

我們嘉義市很簡單啦，你只要往東看，（被霧霾掩蓋）看不到諸

羅山就是那個狀況就錯了，因為嘉義市的後面就是群山包圍這樣子。

（受訪者 E）

民間團體甚至說服嘉義市政府，以「玉山觀測」作為嘉義空品的指標。而嘉

義市政府也以發展手機程式「嘉市環保 e起來」與網站上的「玉山觀測即時影像」

作為回應。嘉義市政府在 2015 年 8 月 10 日的新聞稿中指出，1947 年已故著名

陳澄波先生所繪製的《玉山積雪》，顯示從嘉義市就能看到玉山，現在美景卻不

復見，因此市政府訂定「再見陳澄波玉山積雪」目標，展示改善空品的決心，並

且透過公布此項觀測設施和運作方式，以可見的方式讓民眾能感知到空汙議題，

與民眾一起觀測（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2015 年 8 月 10 日）。

位於高雄的地球公民基金會，則發展「高雄的天空」100 天拍攝計畫（詳見

本文第五節），透過視覺化的資訊凸顯空汙問題的嚴重性。從基金會的網站資料

可以發現，這個計畫的成形，與官方指標無法如時反映空品狀況，以及與人民真

實感官體驗落差太大，有很大的關係：

近幾年環保署常發佈新聞表示，全臺空品不良率（PSI > 100）逐

年降低（2010 年 1.44%，2011 年 1.38%），似乎空品已大有進步。但

高雄的空氣品質究竟好不好呢？為了解答這個問題，地球公民基金會

從 2012 年 2 月 1 日起，開始為期 100 天的庶民拍攝計畫，每天從高雄

辦公室觀察、拍攝，並記錄環保署的監測值，透過本會臉書說明當日

空品狀況，呼籲民眾一起關心我們共同擁有的天空。（地球公民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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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 17 日）

透過低度門檻的觀測科學，環保團體發現，在 100 天之中，高屏人只有 23

天可以呼吸到 PSI 指標中的良好等級空氣，他們製作了圖表（見表 2），以具體

的數據證明高雄空品的惡劣程度，以及觀察能見度與天空的潔淨度等觀測值與

PSI 值的嚴重落差。他們特別指出，PSI 並沒有涵蓋 PM2.5 濃度與其他重要汙染物

質計算，6 儘管 PSI 顯示「普通」，但只要觀察天空景象就可發現，高屏空氣中

汙染物濃度仍相當高，只要氣象擴散條件不佳，整個高屏地區就籠罩在高汙染之

下：

環保署計算 PSI 值時並未納入 PM2.5 的監測，加上空品不良率是採

整日 PSI 值平均，根本無法反映真實的空品狀況！在空品「普通」的指

標下，某些地區、某些時刻，空品是嚴重不良的，對民眾健康危害甚巨。

（地球公民基金會，2012 年 11 月 22 日）

從這些建構的資訊基礎上，他們主張電視臺應隨氣象訊息，播報與刊登空

品現況與預測，並呼籲一般民眾外出或從事戶外運動前，先上網查詢空品，除了

PSI 值，也要查詢區域的小時汙染濃度。

6 PSI的計算，是依據 1975年制定的《空汙法》，以 PM10、O3、氮氧化物、硫氧化物、一氧化碳
等五個汙染物為基準，挑出當天濃度最大的汙染物做為指標，將空品分為五個等級：良好、普通、
不良、非常不良、有害。

月分 北部空品區 中部空品區 雲嘉南空品區 高屏空品區

2 月 24 18 9 1

3 月 10 6 3 2

4 月 14 12 9 14

5 月 1 日 ~ 10 日 5 3 3 6

總計 53 39 24 23

表 2： 地球公民基金會 2012 年所製作各空品區 PSI 紀錄比較表（2012 年 2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北、高、雲、中等空品區 PSI 小於 50［良好］之天數）

資料來源：地球公民基金會（2012年 5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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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尺度空汙資訊的在地生產協作：空汙監測儀器與方法的研發設計

當民眾對空汙問題的感受日益深刻，期待可以參考即時、準確的資訊，來採

取避險措施。不過目前環保署的國家級測站設置，是依照汙染源排放、氣象及空

品濃度分布等資料布點，目的在於監控大區域範圍之空品狀況及長期趨勢。對一

般民眾而言，要以大尺度的空汙監測資訊，來做為個人避險的評估判斷基礎，實

有相當的差距，也凸顯了民間對於小尺度在地即時空品資訊的需求。在南投埔里

的 PM2.5 空汙自救會即與暨南大學合作，設計可偵測 PM2.5 的低階微型感測器系

統，來進行當地的環境監測；而臺南社大也計劃購買空汙監測儀器，希望透過即

時測量瞭解臺南空汙狀況。一位成員告訴我們：

對於〇〇某地空氣偵測的問題，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監測站不夠

多。現在的資訊不夠透明，因為現在只有〇〇某地一個測站。（受訪

者 T）

在空汙資訊的生產上，環保團體希望能夠取得更多的科學數據監測值，使自

己所掌握的空汙資訊更具有科學說服力，同時也相信這樣的資訊比較可以促成政

府採取行動。期待產出更多數據的團體成員說明：

我們做事情的方式可能和其他團體可能比較不一樣，我們比較希

望有一些科學的證據啦，那要掌握科學的證據的話，……我們就選了

一臺（空汙測量）儀器……我們有一些檢測數據，然後累計出來大家

分享討論，然後再來訂定行動策略，我是覺得會更有說服力啦。……

我相信對整個促進政府正視 PM2.5 會有比較正面的影響力。（受訪者N）

然而，空品的數據生產，並非僅是一個簡單的測量而已，背後其實顯示了對

於空品資訊揭露的想像框架。一位與在地環保團體合作的資訊專家，在受訪時提

到因為國家級測站的不足，使得在地空品樣態一直不夠清楚透明，因此希望透過

監測儀器網絡式的布點，讓當地小尺度的空汙情況可以被揭露出來。而這些小尺

度監測儀器，成本不高，且能透過多點的布置，形成在地空汙的監測網，取得較

為全面且即時性的資訊。受訪者 T 跟我們分享他研發空汙監測體系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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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就提一個作法，第一個是環境資訊透明化，第二個是用民

眾的力量，運用低成本的策略，因為感測器是 low cost 的。但我現在做

的事情是更進一步，就是 real time，到時候假設我們在〇〇某地布十個

感測點，這些感測站的資料隨時都會進到我那邊，我可以派送到手機、

網頁，這樣資訊就透明了。當整個環境有初級透明的程度，很多事情

就可以接著做了。（受訪者 T）

國家級測站的監測準確度高，可測量的品項也較多，但其設置成本高達 60

萬元至 100 萬元，運作還需要數名技師維護，在國家經費有限的情況下，不可能

密集地布點。因此，這種小尺度資訊生產的簡易監測設施，目的不在於取代政府

的國家級監測站，而是希望成為了解空汙熱點的初級預警工具，可以協助政府指

認有意義的量測地點。受訪者 T 特別說明小尺度監測系統的意義：

我們不是要取代政府的公權力，我們是善心的社會人士。連我這

種低階的感測器都指出空氣有問題了，那政府的空汙車就可以直接派

去那裡了，這是一種分工的概念。（受訪者 T）

小尺度空氣資訊的生產，首先碰觸到的議題是依據準確度與敏感度來選擇測

量儀器。兩位受訪者跟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

我在想說，其實像這部，我有叫廠商來試，……然後就馬上測，

PM10、PM2.5 全部都在跳高，然後我有去測它的那個敏銳性怎麼樣，

所以拿到比較林蔭之下測，真的指標低，然後走到道路上值就飆高

了，……蠻明顯的。（受訪者 N）

我從國外找三種感測器，它可以偵測懸浮微粒 PM2.5 到 PM10，但

它的靈敏度不像政府的那麼好。這個資訊系統是我開發的，我的期待

是未來各種環境（物質）的感測器都可以加上去。（受訪者 T）

其次，則是該如何選擇測量地點，而這一點正展現了在地團體與技術專家共

同合作的可貴。在社區空汙監測的網絡中，地方居民的生活經驗、感官知覺等，



JCRP, 9(1), January 201924

都有助於找出值得監測的熱點。例如，哪些地方是老人、小孩等敏感族群時常活

動之處，交通車流嚴重的時間與地點分布，或者慣常進行露天燃燒（如農田、寺

廟）的地點與季節等。一位受訪者說明瞭解社會運作型態與空汙測量布點設計的

關係：

這是我們很多疑問都要釐清的，幼稚園、公園，這些老人跟孩童

常去的區域，那會呈現什麼意義？另外就是說，同樣一條路車輛很多

的時候跟車輛少的時候是怎樣子？然後那個不同季節等等……同時有

三部或四部這樣子又會更理想，同時間在不同地方測，這樣子可能會

有一些比較好的結果。（受訪者 N）

這些在地經驗知識，協助執行團隊在進行空汙監測布點時，能有更全面的考

量，而產出較為精準並符合在地經驗的地方空品資訊，並交互檢證地區空汙流動

的模擬，有助於建立地方的環境背景知識。受訪者 T 告訴我們：

現在問題就是不知道資料在哪裡，所以只能憑感覺。但是我們會

把資料長期蒐集下來，未來如果大家很支持，假設〇〇某地可以布 200

個點，再加上氣象局的風力、天氣、照度、溫濕度等資料輔助，我們

真的可以把整個〇〇某地的生態系統、氣流系統模擬出來。……還可

以提醒大家不要亂燒金紙、稻草。（受訪者 T）

柒、結論

傳統的空汙監測設計，需要技術、資金門檻甚高的儀器設備，依照標準化空

氣採集作業，生產出長期採樣的平均值，對照周邊大氣檢測標準，有其資訊生產

的內在邏輯。而環保單位的空品指標，更是選定某些特定空氣汙染物，透過監測

設備採集當地特定空氣汙染物的濃度數據，再利用公式計算將採得的數值換算成

單一綜合指標，輔以「對健康造成立即危害」的風險標準界定，將指標分類為數

個等級。這整套監測技術設計，著重在如何測量到汙染物，卻沒有考量敏感族群

的分布狀況、活動生活脈絡，或短暫高濃度曝露的風險等。空汙的數值難以回應

地方居民的生活身體感官經驗，更無法回應在地居民所擔憂的產業運作帶來的複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9卷 第 1期．2019年 1月 25

合汙染問題。

我們的研究指出，臺灣空汙的惡化已促使一些在地社區不願再忍受空汙的侵

襲，從地方面對的環境困境與問題意識出發，組織資訊進行倡議行動。針對傳統

政府資訊無法對焦回應問題的系統性缺漏，民間團體尋求更多環境資訊的生產，

傳播環境風險意識，因而產生一連串公民參與空汙監測行動。我們的分析顯示，

這些行動所植基的提問，不僅直接挑戰官方監測數據的指標意義，也透過簡單但

涵蓋感官與數據的複合資訊，如「高雄的天空」拍攝計畫與嘉義「玉山觀測」，

向大眾重新詮釋空汙問題。

另一方面，政府所發布的大尺度監測數據抹平了環境差異，而無法反映地方

在生活尺度上的真實空汙狀況，因而產生需要更細膩資訊的需求。在地社區團體

（埔里）與專家合作，自行生產第一手環境監測資料，建立社區網絡的空汙監測

系統。這些小尺度的地方監測數據，提供不同於官方的資訊詮釋，成為地方掌握

環境現況以及推進環境治理行動的最佳利器。這種合作模式，具備了公民與專家

協作的資訊生產雛形。我們將上一節分析所得的主要發現，與「社會運動為基礎

公民科學」進行對照與扣連（如表 3 所示），可以進一步瞭解，這些奠基於社會

需求的知識生產行動，使臺灣民間推動的空汙監測具有「社會運動為基礎公民科

學」的特質與發展潛力。

不過，我們也要指出，目前發展的公民監測空汙的社區行動科學，還處於

提出質問、整理資訊與傳播風險意識的階段。所生產的資訊較能提供個人避險之

用，而無法回答空氣汙染物質特性、也無法釐清誰是主要汙染貢獻者等問題，因

此行動上難以轉化為針對源頭系統性變革的訴求。這些局限，對照國外已經發展

的經驗、工具與反思，也顯示推動空汙監測公民科學所需要的知識生產方法、技

術、工具與跨域協作資源整合等，仍有許多可以進步的空間，來支援反空汙行動

力量的提升。

雖然公民科學在臺灣仍有許多限制，但不容否認地，這波公民空汙風險意識

的崛起，也提供發展組織網絡的機會與基礎，打開了一些環境資訊的需求，促成

了空汙相關問題的討論，使空汙的問題建構有被重新詮釋與設定的機會。在反空

汙運動的滾動中，環境正義團體開始連結起許多過去未能接觸到的社群，如提供

調查方法與儀器運用的技術者、提供對抗性科學論辯的跨領域專家、研發 app 監

測運用的資訊專家與開源社群等，慢慢發展出志願網絡與微型的支援系統，而使

公民科學有機會捲動政策議程的設定。

多元社群的關心與投入，不僅意味著彼此的分工合作，也指向拉開環境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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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參與空間，讓原本冷冰冰的監測數據，可以跟社會運作對話互動，而得以

使科學進入地方脈絡中被驗證與理解，並進一步提供科學技術者將環境正義觀點

納入科技實作的機會，反思技術與標準的設定問題。當科學技術不再排除與社會

的對話，當多元社群可以跨領域結盟在環境正義的目標下，正是公民科學得以進

一步茁壯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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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ir pollution issue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top concerns for 

the Taiwanese society. Unsatisfied with the deteriorating air qualities, the local citizen 
groups have asked the government to disclose the real-time air monitoring data. Some 
communitie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have launched community action 
initiative, raising air quality flags in elementary schools, partnering with the experts to 
develop low-cost air monitoring device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grass-root groups 
have participated in knowledge generation by collecting air pollution evidences, 
integrating their observations and experiences into the scientific practices of air 
monitoring. The nascent air pollution surveillance efforts explicate how the community 
groups have produced, interpreted, and applied air monitoring data to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s regulatory policies. Additio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community air monitoring programs in Taiwan and the 
required social infrastructure affording technoscience democracy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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